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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伪命题，大多数是源                   

于对失语症的误解。通过梳理史实，可以发现古代文论确实有现代转化，其转化的方法就                    

是变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遵循“依经立义”的话语规则，重读                   

经典，使其在现代语境中产生新意；二是在遵循中国传统话语规则的前提下，以中国古代文论

为主，主动引进一些外国文论，并对其进行“他国化”，作为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

主动将中国古代文论输出，使其在国外发生变异，创造理论旅行后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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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佛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问题以及对策研究
THAI BUDDHA AMULET IN THE CHINESE MARKET SITUATION :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摘要	

由于近几年来，收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影响，泰国佛牌这一新兴事物开始进

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逐步出现许多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本文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在佛牌商人

这个新行业当中的一些问题。在现今中国中国的佛牌处于新兴市场，笔者就从消费者对佛牌的

认知，销售商的销售方式，销售渠道以及和泰国本土佛牌商对比来着手研究，运用深入访谈的

方式研究发现泰国佛牌在中国市场当中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并且在销售过程当中还存在渠道冲

突现象，而佛牌商们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中泰之间的物流运输环节，在物流周期和物流质量

上，还有非常多的方面需要改进。在本文的最后提出相关研究的建议措施，建立佛牌销售体

系，正确引导佛牌的宣传效应；规范市场对佛牌销售价格加以管控；完善佛牌市场的管理机

制。

关键词：泰国佛牌  道德失范  渠道冲突  中泰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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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approval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r taking 

it as a meaningless issue, is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phasia”. With a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e can trac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akes place by way of variation. We have three way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irstly, to re-read the classic works by following the discourses rule of 

“conforming to the classics and bringing forward one’s own points”, and it will generate new ideas in the 

modern context; Secondly, to introduce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ctively and “foreignizate” it, and integrate                   

it as par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preposition of abiding to the ru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s and emphasi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irdly, to export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ctively so as to make it mutate abroad, creating a “return of traveling theory”.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phasia, Variationology, Establishing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return of traveling theory

引言

曹顺庆（Cao,1995）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患上“失语症”，旨在重建

中国文论话语，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正如对失语症的争论一样，对顺承失语症而提

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学界从1996年10月，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

社科院文学所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西安联合召开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

陈雪虎（Chen,2003）认为，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支持或以支持为

主。这一派学者众多，主要有童庆炳、钱中文、陈伯海、杜书瀛、张少康、党圣元、郭德茂、

蔡仲翔、梁礼道、刘保忠和张海明等先生。虽然各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和用力点各异，但总体上

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持赞成态度的。第二类，反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以反对为主。主

要学者有陈洪、沈立言、王志耕、陶东风、相福庭、张峰屹和罗宗强等先生。第三类，认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伪命题。陈雪虎（Chen,2003）指出，主要学者有蒋寅、郭英德和胡

明等先生。第一、第二类观点一般是在承认失语症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持第三类观点的学者一

般也否认失语症或认为失语症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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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两类观点，学者们早就做出了有力的批评，尤其是对第三类观点。如蒋述卓

（Jiang,2008）指出，童庆炳就以翔实的证据驳斥了胡明、郭英德在现代与古典之间人为制造

的“不可通约性”。其实许多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学者，还是源于对失语症的

误解。曹顺庆（Cao,1996）指出，失语症的实质“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

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何谓话语规则？曹顺庆 & 王庆（Cao,2008）指

出，话语规则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是指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语境中约定俗

成的语言和意义建构的法则。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规则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

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另一个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

失语”其实是指失去了固有的具有民族性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文化规则。中国文化规则的

丧失，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被西方强势文化挟经济、政治、军事等之威而强行中断的，从

而造成我们文化的失语。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话语规则，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是治疗失语

症的一剂良药。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并不是说要恢复古代文论的一系列话语范畴，而是要续接上传统

的血脉，恢复古代文论的文化规则。古代文论中的范畴“风骨”、“神韵”、“比兴”、“妙

悟”、“文气”等这些话语表层的东西可能死亡，但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文化规则仍

然存在。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正如童庆炳（Tong,2002）在《再论

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兼与胡明、郭英德二位先生商榷》中所说：“中国文论中古

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

转化’”。但至今未有从学理深层去论述古代文论为什么可以转化，以及怎样转化。笔者拟从

变异学视角来阐释古代文论现代转化。

依经立义，重读经典

变异性是曹顺庆(Cao,2005）首先提出来的，要求从“变异”的角度出发，从以前比较

文学文类学研究的“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而拓宽文类学的研究视野。曹顺庆 & 李卫涛

（Cao,2006）认为，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

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

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曹顺庆

（Cao,2006）认为，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

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重点在求“异”。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1 No.1, 2017  47

恢复传统的话语规则，是解决失语症的关键。从变异学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话语                   

规则之一——“依经立义”，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僵化、保守，而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所

突破，有所创新。

“依经立义”的话语规则虽然要求以“原道”、“征圣”、“宗经”的思维模式和“以

意逆志”的解读方式对经典进行“注”、“疏”、“传”、“正义”、“笺”等形式的操作,                

因而让我们觉得保守、僵化，但是，“注”、“疏”、“传”、“正义”、“笺”等，本身都

是对“经”的变异，是对“经”的个体的、独特的体悟和解释。限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学养

的差异，阐释经书者必然会认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正确的，前人或旁人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有

偏差的。于是纷纷著书立说，驳前人，批异见，成一家之言。汉儒提倡“诗无达诂，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义”（董仲舒《春秋繁露》），正如张隆溪（Zhang,1983）所说：“一旦承认诗的语言不

能照字面直解，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解释打开了缺口。”晚明韩廷锡（Han,1986）也说: “注有

二法：一训经，一发经。……发经者，借经文以写自己见识，读之若一字无与，于经者统而会

其大意，则字字与经相长也。”所谓“发经”，是用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来阐释经书，必然会                

感染时代的风气，有个人的趋避，难免会与原经书意义相离，即所谓的误读，产生变异。不论

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原初意义上的“经典”都必然会发生变异。例如，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对《诗经》的不同解读，其实就体现了一种变异的过程。解读发生变异的原                    

因也许正如闻一多（Zheng,2002）先生所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                   

的课本；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                          

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

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意境”，对其内涵的解读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不断变异

的过程。从王国维、宗白华、童庆炳、直到现当代诗论，对意境的阐发皆有变异。意境产生于

先秦道家的“体道”的境界，最早的意境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                

把哲学的命题转为文学理论命题。唐代的王昌龄明确提出“意境”概念，明清时代已被普遍                 

使用。现今学界一般都公认晚清王国维是意境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国维（Wang,1997）在托名樊

志厚撰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

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一方面

承袭了传统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说，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以“有我之境”、“无我

之境”、“造境”、“写境”等丰富了意境（境界）的内涵。所以王国维（Wang,1940）敢于自

诩自己是意境（境界）的提出者: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

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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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认为意境是介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的艺术境界，即“以宇宙人生的具体

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

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宗白华（Zong,1981）进一步阐

发:“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

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

艺术的‘意境’。”童庆炳（Tong,2002）在《“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一文中认为包括王

国维和宗白华等在内的学者在讨论意境问题时，没有把意境理解为一个复合的结构，没有完                

全把握住意境的主要的美学内涵。他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活跃所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                 

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这种诗意空间是在有读者参与下创造出来的。

以上众人对意境的说法虽然有差异，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来看，其都立根于传

统话语，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渗入，不断阐释生发出新的意义，亦即是共同参与“意境”意义的

增殖与建构的行为，从而使意境这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特有的范畴能直接运用于当下，能保持

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因此，真正仔细审视历经千年的学术流变，可以发现，所谓不变的“经”其实只是                     

一种理想的状态，真正“不易”的“经”是几乎找不到的。曹顺庆 & 王庆（Cao,2008)                          

指出，“依经立义”其实也是知识生成和积累的重要方式。每一时代对“经典”的重读，都参

与了这一知识的创造与积淀的历史。德国哲学家Hans-Georg Gadamer（Hans,1999）认为，理解

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此，在当下新的话语环境中，运用

传统的“依经立义”文化规则，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再解读，就是一种变异创新，即现代转化。

当然，由于是同一文明、同一文化圈、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内的变异，所以变异的幅度一般较

小，故常被批评为琐碎的修补，被认为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此种观点有缺公允。因为只要是哪

怕最细微的变化，也不可抹杀其积极意义。

主动引进，以化他国

另外，从变异学视角来看，引入西方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相碰

撞，也会产生变异，产生新的理论，即古代文论的一种现代转化。当然，这里大致会有两                      

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以西方文论来套中国古代文论，割裂了传统的话语规则，造成了中国文

论的“失语”现象，这是至今为止中国文论界最严重的一种不良倾向，虽然近年已经有所                      

好转，但沉疴已久，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曹顺庆 & 邱明丰（Cao, 2010）认为，其典型表现就

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即使是享有盛誉的王国维的《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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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评论》、朱光潜的《诗论》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也存在以西方理论套用中国古代

文论的倾向。《红楼梦评论》断言《红楼梦》是一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乐天的文化精神完

全相反；朱光潜说中国由于没有哲学，所以没有真正的悲剧；刘若愚借用美国文论家艾                         

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将中国文学理论划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

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实用的理论”，并认为《文心雕龙》中没有决

定论。曹顺庆（Cao, 2007）认为，以上三者皆属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错误指导思想来

硬套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这种“失语”虽然也是一种现代转化，是一种变异，但是要坚

决摒弃。

第二种情形是虽然引进了西方文论的一些理论成分，但是仍然遵循“依经立义”等传统

的话语规则，以中国的古代文论为主要骨骼，以西方文论作为一种辅助的材料，对西方文论进

行“文学的他国化”。对西方文论进行“他国化”，中国古代文论自然会在原来的基础                         

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也是应该提倡的一种现代转化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佛教“他

国化”（中国化）成为禅宗即是典型的例子。近现代的较成功的案例还有王国维的《人间                          

词话》、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等。《人间词话》采用“以词谈词”的传统的                     

方式，用“造境”、“写境”来化用“理想”与“写实”，用“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化用                   

“优美”与“宏壮”等西方的理论；《谈艺录》、《管锥篇》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疏”、                   

“传”、“笺”、“正义”、“诗话”等形式为构架，时不时信手拈来一些外国资料当作辅料。

王国维和钱锺书虽然都受过西学的熏染，但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外来文论的“他国化”。

主动输出，理论回归

古代文论的变异，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流传至外国，与完全异质的文化发生                      

碰撞，从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异，产生新的东西。即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

出现的“激活”问题。曹顺庆（Cao, 2008）认为，话语在变异中被“激活”后，会产生新的东

西。这也就是变异学中所说的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曹顺庆（Cao, 2006：99-106）指出，文化

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

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                      

作用。文学误读是因为文化过滤而造成的误读。”这些从中国流传到外国、但又发生变异的理

论往往会被重新引进到中国，并被中国现当代学界所接受。

这种情形可找出不少例子。如有些西方文论的来源是中国古代文论，然后又被介绍到中

国。因此，回到中国的，其实是中国古代文论他国化（被西方化）的结果。如法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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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2005）受中国文字的启发，认为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声音与意义是相分离的，所以

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这种对中国文字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读,                  

德里达认为中文是不同于西方的“非语音中心，亦即非逻各斯中心”的语言，是没有考虑到中

文中语音因素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在逐渐拼音化。这是对中国文字的误读而得出来的所                           

谓的 “洞见”。虽然不能完全断定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但是中国

文化对他们肯定是有影响和启迪的。虽然很多西方学者不懂中文，不讲自己思想的渊源，但其

实好些西方文论流派的构型中就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催化和促进用。20世纪西方文论，从现                    

代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中心走向边缘，在对文明的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不

时的发现老庄思想的深刻与睿智。正如德国学者德国学者（Otto,2004）所说:“对于海德                    

格尔，《老子》成了一个前行路上的避难所。” 

曹顺庆等（Cao, 2001）认为，中国“虚实相生”话语模式对京剧表演艺术影响                         

深远。而布莱希特正是从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表演中受到启发，撰写了《中国表演艺术中的陌生

化效果》一文，系统论述了戏剧的“陌生化效果”，奠定了表现派戏剧理论基础。而布莱希特

的理论又反过来被中国戏剧界引进来。

寒山诗在美国的变异，既与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紧密相关，同时也涉及译介学。曹顺庆

(Cao, 2006:112) 指出，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支学科，它关注

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以及文                      

化根源。美国诗人Gary Snyder（Gary,1965）将寒山诗翻译成英文时，原诗“炼药空                             

求仙”中的“药”，是指炼长生不老的药，本应该是与英语中的“elixir”相等值，但Gary 

Snyder故意用了一个易指涉到海洛因、大麻之类毒品的词“drug”来翻译，“炼药”被译成 

“Tried drugs”（嗑药），不能不说是一种故意的扭曲、变异，以迎合美国当时颓废的社会风

尚与思潮，为“垮掉的一代”创造一位域外的精神远祖。但是，这个被美国解读出来的吸食毒

品的“嬉皮士”寒山，已经离中国历史上的诗僧寒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误读，有时令人匪夷所思，其谬以万里的荒唐更是令人啼

笑皆非。Ezra Pound对中国文学和诗歌意象的创造性接受，可能是确实由于误读，也可能是出于

对其本国诗歌现状的不满，对中国诗歌的乌托邦化。Ezra Pound (Ezra ,1963）“借鉴中文”为

现代西方诗学发明了“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虽然他本人宣称他对诗歌                

的贡献就是引进了表意系统，但是，Ezra Pound（Ezra ,1972）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其实大

多是不符经典的传统解读的，他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翻译成 “To study with th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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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s of time passing/is not that our delight”。“习（習）”字明显是被                        

拆成“羽”和“白”两字，并发挥了庞德式的疯狂想象性的解读。Ezra Pound（Ezra,1969)               

把“缗蛮黄鸟”被翻译成“The twittering yellow bird，/The bright silky warbler/Talkative 

as a cricket”。这明显是把“蛮（蠻）”字拆成“丝”（silky）、“言”（talkative)

和“虫”(cricket）。（Ezra,1998）的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误读，源于接受了Ernest Fenollosa

的遗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中对汉字的误读：“（汉字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

速记图画”，“大部分原始的汉字，甚至所谓的部首，是动作或过程的速记图画”。Ezra Pound

的这种误读，却开创了席卷全美的意象派诗歌，其影响辐射欧洲，甚而至中国，对中国的现代

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锋（Liu,1995）认为，虽然无法确定中国朦胧诗一开始就受到了意

象派等现代主义诗的直接甚或间接的影响，但在后来，这种影响无疑是存在的。郑敏                       

(Zheng,1982) 指出：“北岛的诗在洗炼、精确、集中和富于感性魅力方面很接近庞德等意象派

理论家所指出的诗的原则。”

中国的某种文学或文论，机缘巧合，因缘际会，漂洋过海被西方人删削增改变异之后,

可能换了洋装，起了个洋名字，再重新被引进中国。对于这种源于中国、但又发生变异的                    

理论重新回到中国，并被中国现代学界接受的情形，类似于Edward Wadie Said (Said ,1999)

的“理论旅行”，即“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时，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情况

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有史实依据的，是可行的，其转化

的方法就是变异。这种变异有主要发生在以“依经立义”为规则的传统基础上的，有主动                      

吸收外国的理论然后遵循中国传统话语规则进行转化的，也有主要发生在国外的理论旅行后的

回归。一般来说，前两种变异往往幅度较小，去“经”未远，后一种变异往往幅度较大，有时

会谬以千里。但是不管是哪种变异，都给古代文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至少能让话语被当下言

说。不用担心外国人是歪嘴和尚，他们基于自身的文化、习俗、知识、意图等所谓的前理                    

解来理解或臆测，把中国的经瞎念一通，亦无可厚非。只要他们愿意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皆应

宽容。曹顺庆 & 李思屈（Cao,1997）认为，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存物，而是在言说中不断

生成着的东西，并且只有在言说中，话语才成其为真正的话语。沉寂类似于消亡，而每一次阅

读，都是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的过程。因此，与其担心后人对经典的误读而将经典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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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阁，成为秦砖汉瓦，不如鼓励大家一起来读。用变异的思维，在新时期、新语境中重读                      

经典，常读常新，必将获益无穷。

因此，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来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一是以“依经立义”的文                       

化规则，重读经典。因为每一时代的重读，都会发生变异，虽然可能幅度较小，但也是一种创

新。而且重读经典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经典在新时代的一种存在模式，是保持古代文论生命活

力的一种必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现代转化。当然，由于自古以来，我们对自己的

经典都遵循“依经立义”的方式，决定了对经典的解读虽然有所变异，但是幅度不大。因为如

果变异幅度太大，与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相牴牾，则会被斥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并最终                   

被历史所遮蔽。正如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Foucault,1999）所说：“权力制造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依经立义”保持了传统的相对稳定，总体上反对激进的变

异。当然，也可以运用创新性思维，对古代文论进行大幅度的变异。但是，如何保持一个合适

的度，却是摆在每一位解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是，当下最大的困境还是在于对传统经典的

漠视。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连一些研究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学者也没有真正通读

过《十三经》、《诸子集成》和《文心雕龙》，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种方式，是在遵循“依经立义”等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的前提下，主动引进了西方

文论的一些理论成分，对西方文论进行“他国化”，以中国的古代文论为主，以西方文论为辅,

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但是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割裂古代文论，因为那样只会造成传统的中

断，使古代文论丧失生命力，而只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成为西方理论的一种异国证明，从而

沦为西方的附庸，失去自主创新的造血能力，患上“贫血症”。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保持。

引进西方理论，是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西方理论应该成为材料，而不能成为框架。

第二种方式与第一种方式有时可能很难区分。因为在现今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外来的

思想、理论如潮水般涌入，很难保持一种真正纯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真空。所以在第一种方式

中重读经典，对经典进行阐发时，很难保证不渗入外来的思想或理论，也很难判断解读者是否

受外来思想或理论的电影。正如上文论及王国维、宗白华、童庆炳等人对意境的解读和阐发，

可归为第一种方式的例子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几位学者在阐发意境这一古代文论的范畴时，

都受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因此应该归为第二种方式。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本文为了论述方便，故采取了此种相对简洁的划分。在实践中，可以不过分计较是否一点都未

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对难以确证或受外来影响不明显的可划分为第一种方式；对明显受西方影

响的可大致划分为第二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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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式，就是主动创造理论旅行后的回归。把中国的古代文论输送到外国，看会发

生什么变异，然后再回收。当然，不管异国的反馈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心平气和，

以实验与探索的态度从事这一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寻求新的路径。表面上看，有

点类似于让外国人帮中国进行现代转化。实际上，这是让中国古代文论在一个完全异质的文化

环境中经历挑战、碰撞，看看作为他山之石的潜能。也是一种从他者之眼看中国文论的策略。

这既符合文化输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的，也未尝不是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一种可

行的方式。当然，对这种旅行回来之后的理论，不能照单全收、完全认可。因为西方人不可能

会遵循中国的话语规则来解读中国的经典，中国古代文学（论）必然会被异化，如果不加鉴别

地回收，那和造成现在失语症的情形就毫无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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